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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六 代 道 德 论

吴 天 明

摘　 要：尧舜夏商周春秋六代有四种治理国家造福苍生的君子之道，其产生背景、主要特点、具体含义、适用程度均

大为不同，对大汉至今两千多年中国国家治理的实际影响亦迥然不同。 尧舜时代为新石器时代，生活资料极端匮

乏，为了种族不至于灭绝，迫不得已实行天下为公，故尧舜之道虽至大至公，却不合人性，不合时宜，不宜提倡；夏商

周三代为青铜文明时代，经济发展很快，出现剩余财富，于是天下为家，人人为己，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聪明

智慧，利人利己，其获利尺度和方式均符合公认的礼义准则，故六君子之道才是私有制时代万世不变的大仁大德大

道，可惜只有“忠道”而无“恕道”，使无法行道的仁德君子难以自处；春秋时代进入钢铁文明时代，华夏无主而又财

富暴增，其君子之道在客观上虽也利于苍生，但主观上却自私愚蠢而虚伪，并非真正的仁德君子之道，故不宜提倡；
孔子“忠恕”之道排除了尧舜之道和春秋君子之道，只是对六君子之道的继承和发展，其理论新意看似非常有限，但
孔子以三代历史为基本依据，根据人性自私方可驱动经济发展、天下为家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规律，和三代君子诚

实利人最终利己的治国经验，按照自己的国家治理理想，托古改制，而创造的利人利己的“新王之道”，不仅被后世

思想家政治家所继承，而且经汉代至今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反复检验，才是最正确的国家治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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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子的道德问题①不仅是中国历史、中国哲学

的基本问题和核心问题，也是尧舜以来四五千年，尤
其是大汉至今两千多年，国家治理②的根本问题，是
国家治理的全部方略、政策、法律、制度最重要最根

本的制定依据，具有极其重大而且无比深远的理论

意义和实践意义。
君子之道问题并不复杂，只是研究君子是否愿

意主动与芸芸众生、国家民族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

共同体，是否自觉自愿承担治理国家、造福苍生、泽
及子孙的政治责任、道义责任和历史责任，是否愿意

无论成败都为此奋斗终生，是否在为芸芸众生谋取

福祉，为国家民族、子孙万代谋取安宁发展的同时，
也自然而然获取部分私利，其获利方式和尺度是否

均符合公认的礼义准则，从而使芸芸众生、国家民

族、君子自己的利益都有保障，如此而已。
人的道德观形成于青少年时期；同样的道理，一

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道德观形成于其思想文化的发轫

期。 民族、国家的道德观，总是与其生产力和经济发

展水平、国家治理状况、生存发展方式等密切相关；
平民百姓的道德观总是深受贵族的影响，所谓“君
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风，必偃”③是也。
要研究中华民族的道德观，就要首先研究中国的君

子之道；而要研究中国的君子之道，则要首先研究尧

舜夏商周④春秋六代的君子之道，因为中国是唯一

人种和历史文化都没有中断的国家，尤其是夏商周

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的治国之道，早就成了中

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成为中华民族几千年生生不息

永续发展的文化密码。 故春秋至今六代道德研究向

为学者所重，论者甚多，著述颇丰，硕果累累。
据《论语》《礼记·礼运篇第九》⑤等文献记载，

孔子最早对六代君子的治国之道做系统的理论总

结，认为六代的国家治理共有四种君子之道：尧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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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夏商周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之道、春秋君子

之道和孔子自己创造的忠恕之道。 四种治国之道在

客观上均有利于天下苍生、国家民族，故均可泛泛称

“仁”“仁道”“道”“德”“道德”等。 那么四种仁道的

产生背景、具体含义、主要特点、适用情况如何？ 各

有什么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哪种理论对中国的国

家治理最有启示意义？ 这些就是本文要讨论的

问题。

一、尧舜之道早已不合时宜

孔子认为六代时期只有尧舜之道才是毫无私

心、至大至公、至善至美的仁道。 他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讲信修

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

养。 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

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

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

大同。⑥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

尧则之！ 荡荡乎，民无能名焉！ 巍巍乎其有成

功也，焕乎其有文章！⑦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⑧

综合孔子所论，结合相关史料，可知尧舜之道具

有如下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尧舜之道是原始社会末期即新石器时代

末期的古国治理之道。 当时氏族部落生存艰难，甚
至常有灭种灭族之虞。 为了种群不至于灭绝，所有

成员都自觉自愿克制自己的私心，所有成员的努力

都自觉自愿惠及整个氏族部落联盟。 下文我将证

明，大禹时代即已进入青铜文明时代，而尧舜时代石

器工具非常落后，生产力水平很低，当时的氏族部落

联盟很可能生存非常艰难，自然没有什么剩余财富，
也就不可能发生阶级分化，没有贫富之分、贵贱之

别，必须完全实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全民公有

制，全体成员必须团结一心，大家才有可能生存下

来。 故尧舜之道自然惠及氏族部落的所有成员，是
真正的全民之道，并非夏商周春秋天下为家的“小
康”时代，虽然惠及芸芸众生，但主要规范贵族获利

行为的“仁道”“人道”。⑨孔子毕竟生活在天下为家

的阶级社会，有时难免受到阶级社会思想观念、思维

方式、言说方式的影响，故误认为尧舜仁政所及，只

是少数贵族而已，没有也不可能照顾本集体的所有

成员。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
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 尧舜

其犹病诸！”⑩

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孔子这两番话把君子治国之道分为两个等级：
“博施于民（贵族）”而且“济众（平民）”，即不仅帮

助贵族君子，还帮助平民百姓者是最高等级，孔子称

之为“圣”；仅仅“立人达人”即规范贵族的获利行

为，使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是第二个等

级，孔子称之为“仁”。 孔子认为，即使是伟大的尧

舜也不可能既帮助贵族，又帮助平民百姓。 这种看

法无意中受到后世阶级社会的影响，并不正确。 尧

舜时代并无阶级，并无贫富贵贱之分，故尧舜之道自

然是全民之道。 大禹时代才开始进入阶级社会，才
出现了贫富贵贱。 在阶级社会里，天王、诸侯、大夫

及其子弟才是贵族君子。 阶级社会经济发展，即使

贫贱者亦可生存，故再无必要实行全民所有制。 加

上经济发展必然带来人口增多，纠纷增多，治理难度

增大，君子力量有限，不可能也无必要特别关注每一

个成员，故仅致力于规范贵族行为，使之“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也就天下大定，亿万生民亦得以休

养生息了，这样的治理策略并非不可理解。 至今世

界各国政府治理国家，也总是首先抓住关键的少数，
从而影响大众，影响全局，治理策略与中国古代君子

有相通之处。 孔子将尧舜治国之道称为“圣道”，将
六君子治国之道称为“仁道”，认为如今既然早已天

下为家，“圣道”再也无法企及，也无须企及，君子只

需尽可能实行“仁道”即可，这个观点倒是对的。
第二，尧舜之道出于本性，乃“生而知之”，并非

后天习得，所以不存在后世天下为家、人人为己的时

代所谓“仁不仁” “智不智” “义不义” “忠不忠” “恕
不恕”的问题。 按照阶级社会的观念，尧舜之道自

然“仁”“智” “忠” “义”，当时并无“不仁” “不智”
“不忠”“不义”者，所以也就无所谓“仁不仁”“智不

智”“忠不忠”“义不义”；当时人人都是尧舜，人人都

愿意行仁道，都能够行仁道，所以也就不存在“恕不

恕”的问题。
尧舜治国实行仁政，毫不染指天下利益，自然而

然，在当时并无任何特别之处，任何人只要处在尧舜

的位置，都会像尧舜一样；即使不处在尧舜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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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在做着尧舜一样的人，说着尧舜一样的话，做着

尧舜一样的事。 只是因为后来进入青铜文明时代、
钢铁文明时代，经济发展到了“小康”水平，出现了

大量剩余财富，于是天下为家，人人为己，后世子孙

才觉得尧舜治国之道实在无比伟大、无比崇高而已。
尧舜实行仁政就心安理得，不实行仁政就心中不安，
即孔子所谓“仁者安仁”。 孔子说尧舜像“天”（借
代天地）那样毫无私心，“有天下也而不与”，这在

原始时代是完全可能的，无数民族学与人类学的案

例都可以佐证孔子此说。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
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

矣。”

哀公问政。 子曰：“……或生而知之，或学

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或安而

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
也。”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

孔子所谓“生而知之者”，尧舜；“学而知之者”，
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困而学之”“困而知之”
者，春秋君子；“困而不学”者，夏商周春秋四代之平

民百姓。 四代君子所“学”所“知”，四代平民所“不
学”，均为治理国家、造福苍生之“仁道”，这个宾语

在当时人所共知，所以春秋文献一般都直接省略掉。
孔子所谓“安而行之”者，尧舜；“利而行之”者，六君

子；“勉强而行之”者，春秋君子。 六代君子所“行”
者，均为造福苍生之“仁道”。 孔子所谓“安仁”之

“仁者”，尧舜；“利人”之“知（智）者”，六君子；“畏
罪”而“强仁”即勉勉强强不情不愿实行仁政者，春
秋君子。 可见孔子认为，六代君子治国之道，其道德

水平有高低之分，道德来源有“生而知之” “学而知

之”“困而学之”之别。 孟子曾经进一步解释孔子的

尧舜仁德 “生而知之” 说，孟子道： “尧舜，性者

也。”“性”即天性，天生，与生俱来，非后天习得。
孟子还说：“舜（借代尧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

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 及其

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

也。”孟子的学孔心得，非常符合孔子本意。
第三，尧舜治国之道虽然至大至公，至善至美，

但只适合没有剩余财富、常有灭种之忧的原始社会，
并不符合人性，早已完全不合时宜，故不宜提倡。

孔子明白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人类社会总要

不断前进，生产力水平总会不断提高，经济总要不断

发展，世人的生活总要不断改善，没有谁会为了所谓

的公平正义而愿意真正倒退回原始野蛮的洪荒时

代，即使愿意也回不去。 如今既已天下为家，人人为

己，经济发展已达到“小康”水平，剩余财富已经比

较可观，再要求君子毫无私心，一心为公，不获取任

何利益，已经完全不可能了，实行尧舜之道自然也就

完全不可能了。 所以孔子虽然无比崇拜尧舜，反复

盛赞尧舜之道，却从不提倡尧舜之道，他给“仁”所

下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的定义，就完全不包含尧舜之道，这是实事

求是的科学态度。 历史已经反复并将继续证明，孔
子认为尧舜之道已经过时，从不提倡尧舜之道，是完

全正确的。
中国近现代哲学史家大多将尧舜治国之道称为

“至道”，即至大至公至善至美之道，这与孔子的“大
道”“圣道”说完全一致，也非常科学；但是如果将六

代四种君子的治国之道统统称为“至道”，就把四种

背景不同、含义不同、特点不同、适用情况不同的

“仁道”混为一谈了。 我们在使用概念时，务必要注

意辨析概念。
从传世文献来看，孔子经常论及尧舜治国之道，

有时只是为了发发感叹，发发思古之幽情。 经济越

发展，社会越进步，剩余财富越多，世人对财富的渴

望就越强烈，因此感叹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君子就

越多，这是历史发展的通例。 孔子有时则是为了将

尧舜治国之道与夏商周六君子治国之道做比较，以
证明“天下为公”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在“天下

为家，人人为己”的时代，为什么再也不能提倡尧舜

之道。 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思想

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孔子谈及尧舜之道时，往往只

是为了突出夏商周六君子治国之道的优势，而后面

这层意思才是最要紧的。

二、夏商周六君子之道可行万世

六代君子的第二种治国之道，是夏商周禹汤文

武成王周公六君子，聪明智慧，出自理性和诚心，主
动与芸芸众生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通过诚

实认真地造福天下苍生、国家民族，最终使苍生获

利、国家获利，同时也使自己以及子孙后代获利，而
且对天下利益取之有度，符合自己的政治身份，符合

集体主义礼义准则的国家治理之道。 孔子认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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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聪明智慧、利人利己的治国之道，完全符合自私自

利的人性，但又大大提升了君子的人生价值，符合经

济发展规律、历史发展规律，符合芸芸众生所望、国
家民族所盼，因此可行万世。

不过，孔子所描述的夏商周六君子治国之道，既
基于三代历史，又不完全根据三代历史，其中融入了

孔子的政治理想和人生理想，所以董仲舒《春秋繁

露·玉杯篇》称“孔子立新王之道”，“立”就是创立、
创造、创新，董子称“新王之道”而不称“三代王道”，
则表示孔子所总结提倡的三代王道，并非完全基于

历史事实，这叫“托古改制”。 董子的理解非常深

刻，非常独到。
大汉以后，中国绝大多数王朝、绝大多数国家治

理者，不管他们是否公开承认，事实上都采用了孔子

总结、创造、提倡的六君子国家治理之道，这对确保

中国长期健康发展，长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先

进、最文明的国家，具有无比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

和实践意义。 而极少数违背孔子所论六君子治国之

道，不以芸芸众生、子孙后代、国家民族为念的王朝

和国家治理者，无不荼毒生灵，祸害国家，殃及子孙，
最终身死国灭，遗臭万年。 大汉至今两千多年的历

史已经证明，孔子对六君子治国之道可行万世的判

断是完全正确的。
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均承认，大禹时代即已出

现了可观的剩余财富，出现了阶级分化，有了贵贱贫

富之分、君子小人之别，开始进入阶级社会，出现了

私有制观念和私有制度，这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与
孔子所论暗合。 孔子说：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

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

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

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

知，以功为己。 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禹汤

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 此六君子者，未有

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
（型）仁讲让，示民有常。 如有不由此者，在执

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根据孔子此论，结合孔子其他传世语录和史料，
可知六君子治国之道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六君子治国之道是“小康”时代仁德君子

的治国之道。 尧舜时代应处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生
产工具落后，生产力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很低，没有

剩余财富，种群生存艰难，不可能出现阶级分化。 大

禹时代开始进入青铜文明时代，经济发展水平应远

比尧舜时代高，可能出现了一定的剩余财富，进入

“小康”时代，出现了贫富贵贱的阶级分化。
如今我们在博物馆里虽然只能看到商周两代的

青铜器，夏代的青铜器尚待考古学家的发现，但是

古代历史文献上对夏代青铜器有非常确切的记载：
　 　 高子曰：“禹之声，尚文王之声。”孟子曰：
“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 城

门之轨，两马之力与？”

据此可知，孟子师徒都亲眼看到并非常熟悉

“禹之声”和“文王之声”。 大禹时代的洪钟大吕因

为年代久远，到了战国时代中晚期，钟钮都快磨损断

了，而文王之钟当时钟钮尚好。 人类的政治、道德、
法律状况无不基于经济发展水平。 人类进入青铜文

明时代以前，氏族部落必须团结一心方可生存，这就

是尧舜之道至大至公至善至美的经济基础。 进入青

铜文明时代以后，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有可能出现

较多的剩余财富，氏族部落即使不再实行“大同”制
度，大家也都可以生存发展。 国王或酋长及其近亲

属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占有氏族部落更多的剩余

财富，于是经济上政治上就出现了阶级分化，出现了

贵族和平民，出现了国家，国家内部就出现了大禹传

子、商汤伐桀、周武伐纣之类激烈争夺天下利益的现

象，出现了规范贵族获利行为的礼义，出现了惩罚作

奸犯科者的《禹刑》，出现了圣人仁人等。
其二，三代的阶级分化可能并不严重，阶级剥削

和压迫可能相当温和，与古埃及、古代欧洲、近现代

美洲实行野蛮残忍的奴隶制、殖民制和种族灭绝制

完全不同。 三代都实行诸侯、卿大夫、士的层层裂

土分封制，土地公有，耕者有其田的井田制，平民百

姓生活不错，贵族亦有世禄，总体上相安无事。 孔子

认为，这就是三代圣人聪明智慧利人利己的仁政了。
氏族部落为了种族生存，内部不得不实行公有

制，这是人类通例，无须论证。 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以

后，仍然实行土地公有制的井田制，这在人类历史上

却相当罕见。 当然，三代的公有制与原始时代的公

有制有着本质的不同：三代天王均“一土为王”，
然后层层裂土分封，天王封诸侯，诸侯封大夫，大夫

封士。 农民耕种小贵族代为管理的天王土地，所以

要交税，但税率很低。 小贵族收税后，要进贡一部分

上级贵族，自用一部分。 贵族不得剥夺农民耕种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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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权利。 这种制度的好处是，贵族有世禄，平民有

饭吃，经济平稳发展，国家相安无事。 孟子曾反复游

说诸侯们说，三代实行井田制，耕者有其田，夏朝每

户五十亩，商朝七十亩，周朝一百亩；税率为十分之

一至九分之一，不重复征税，山林水泽集市关隘不征

税。 当时诸侯卿大夫没有任何人否认此说，看来

孟子此说必有所据，不可能也毫无必要向壁虚构。
春秋战国文献常说，某国、某地、某城“多少里” “方
多少里”，都是纵横各多少里的意思，这种在想象当

中截长补短使之成为正方形以便测量面积的思维习

惯、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的养成，很可能就是三代长

期实行井田制的结果。 周代至今的“公私”观念，也
应该来自三代井田的“公田”“私田”设计。这些都

是三代实行井田制的可靠证据。
三代层层分封，土地公有，贵族的历代宗子均

有世禄，农民耕者有其田，可能与以下几个因素密切

相关。 一是尧舜时代美好公有制度的影响。 二是黄

河中下游广袤的冲积平原即河南大平原、华北大平

原、山东大平原沃野千里，而当时人口较少，为实

行这一制度提供了地理上的可能。 三是从炎黄颛顼

时代开始，最晚至周初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民族

大融合。四是黄河中下游落差突然变小，水利水害

并存，任何氏族部落都不可能像共工族那样，用“打
土围子”的办法，以邻为壑，独自生存，各族必须团

结一心，方可一起生存。 五是他们需要共同对付经

常抢掠的游牧民族。六是孔子经常讲的，三代君子

聪明智慧，他们明白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只有真正

造福天下苍生、国家民族，才能最终也有利于自己及

子孙后代。
尽管有改朝换代，夏商周三代的井田制很可能

仍然比较平稳地实行到了春秋时代中期。 这时天下

早已进入钢铁文明时代，社会财富暴增，土地更加值

钱，贵族生活奢侈，加上天王约束不了诸侯，诸侯约

束不了大夫，于是大贵族巧取豪夺土地，随意增加税

收。 《左传》记载，郑国上卿子驷执政时，巧取豪夺

了许多土地。 鲁国“三桓” “三分公室”一次，“四分

公室”一次，把天子封给鲁侯的土地公开瓜分了两

次，鲁侯成了穷光蛋，“三桓”成了鲁国最大的地主，
平民百姓都要租种“三桓”的土地并向其交税，《左
传》称为“民食于他”，所以鲁昭公在齐国做了八年

的寓公，鲁国无人支持他复辟。 春秋晚期华夏各国

基本上都将农业税率由十分之一上调到十分之二，

山林水泽关隘集市统统开始征税且税率很高。
其三，六君子治国之道是因为他们聪明智慧，后

天习得，所谓“学而知之”，并非像尧舜那样“生而知

之”。 夏商周为青铜文明时代，应主要是口传史的

时代，他们从代代相传的口传史中知道尧舜美德，
但这时剩余财富已经相当可观，要他们再像尧舜那

样毫无私心私利，六君子做不到，也不愿意做。 六君

子在反复考虑了若干种获利方法以后，最后创造了

与芸芸众生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诚实认真

地为芸芸众生、国家民族谋利，自己亦自然而然获利

的新道德，这就是“学而知之”的意思。 孔子经常称

赞尧舜才是真正的纯粹的“仁者”，他们实行仁政只

是为了心安，所谓“仁者安仁”是也；称赞六君子是

聪明的“智者”，他们实行仁政本想自己获利，却把

苍生利益、国家民族利益与自己的私利很好地统一

起来，最后让双方、多方的利益都最大化最久化。
《大戴礼记·武王践阼第五十九》假托黄帝颛顼

之口，总结历史发展规律：“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

凶；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假借师尚父之口总

结历史发展规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
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

仁守之，必及其世。”夏商周三代六君子均为“敬胜

怠者”“义胜欲者”，而且均“以仁得之，以仁守之”，
故均“其量百世”，六君子都完美地将利人与利己结

合起来，这正是他们聪明智慧的地方。
其四，六君子治国之道都是实实在在的 “忠

道”。 六君子既然明白只有苍生国家民族的公利最

大化最久化，君子的私利才能最大化最久化的简单

道理，也就非常诚实地实行仁政，非常认真地为国家

民族、芸芸众生谋取公利，这就是周代文献中反复讲

的“忠”。
其五，夏商周出现了主要规范贵族获利行为的

“礼义”，其实就是关于贵族获取政治利益、经济利

益的方式和尺度的一系列成文不成文的规范。 人之

天性贪得无厌，无法改变，没有强而有力的制约，君
子就会尽可能占有天下、国家、苍生的所有利益，这
不仅会损害国家利益和苍生利益，最终必将损害君

子私利。 而这个获利方式和尺度，这类“礼义”，就
是君子获利的准则规范。 遵守这些准则规范，不仅

国家民族、芸芸众生的利益可以最大化最久化，君子

自己及其子孙后代的利益也能最大化最久化。
从考古学、文献学和文字学、训诂学上讲，“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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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源于饮食，源于宗教祭祀活动，最早主要是规范

人神关系，后来含义逐步扩大到规范天人关系、华夷

关系、人民（贵族与平民）关系等，但最要紧最困难

的，是规范贵族之间的父子君臣关系。 因为在经济

快速发展、利益争夺日趋激烈以后，天下再大，人口

再多，其主要影响者必定是贵族，所以最要紧的是规

范贵族的获利行为；人之天性贪得无厌，贵族手中又

有宗教权和行政权，因此每个贵族都有杀死别的贵

族（甚至包括自己的君父兄弟）、抢占他人利益的冲

动，这些人又是天王诸侯的亲族、戚族、功臣、人才，
是天王诸侯的统治基础和依靠对象，天王诸侯又离

不开他们，所以最为困难的就是用“礼义”规范贵族

的获利行为。
管理国家从来都有四种具体方法，按照约束性

由弱到强，依次为德治、礼治、政治、法治。 德治、礼
治主要是一系列成文不成文的行为规范，有一定的

约束性。 狭义的政治今称行政法，一般只采取经济

处罚手段，但不对人用刑，不杀人。 法也称刑，远古

特指刑法，包括杀人并兼处经济处罚，今称刑事处罚

附带民事处罚。 古人有时将这四种治理方法笼统称

为“礼”，有时又分别称之为“礼”“法”，今之学者往

往分别称之为德治（德治和礼治）、法治（政治和法

治）。 尧舜时代不需要“礼”更不需要“法”，因为财

富太少，无利可争。 夏商周青铜文明时代财富多了，
纷争自然多，作奸犯科的也多，所以古代传说大禹时

代就有《禹刑》，孔子说夏商周“六君子者，未有不谨

于礼者”，反复要求春秋君子“克己复礼”，核心意思

就是要求春秋贵族都像夏商周六君子那样，对天下

利益取之有度，以确保苍生和自己的利益都最大化

最久化，而不是要恢复什么“西周奴隶制”。
其六，孔子只推崇夏商周六君子之道，并不推崇

尧舜之道，非常鄙视春秋君子之道。 孔子只推崇夏

商周六君子之道，是因为六君子之道既符合芸芸众

生所望、国家民族所盼，也符合君子的私利，而且他

们实行仁道都非常认真，有“忠道”。 孔子还说：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

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
谓仁矣。”

孔子承认“我非生而知之者”，是说自己并非尧

舜那样真正的纯粹的仁者，倒不是因为孔子自私，也
不是因为尧舜之道不高尚不伟大不值得学习效仿，

而是因为孔子懂得一个基本的道理，“天下为公”的
“大同”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尧舜之道不再可能实

行了。 在经济快速发展、剩余财富增加、“天下为

家”的“小康”时代，要求君子完全不考虑私利是不

可能的。 孔子认真研究了古代君子的道德之后，用
理智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他教导弟子樊迟要做“先
难而后获” 的智者，不要求樊迟做大公无私的仁

者，道理也不难理解。 可见孔子深刻认识到，六君

子利人利己，对天下利益取之有度，获取私利完全符

合“礼义”准则的道德，才是在“天下为家”时代应该

倡导的道德。
上引孔子语录对夏商周六君子“立己立人，达

己达人”治国之道的定义，按照现代学术规范，运用

现代学术语言，可以考虑这样表述：君子要为自己以

及子孙后代谋取私利（“己欲立” “己欲达”），就要

首先为天下苍生、国家民族谋取公利（“立人” “达
人”），并对天下利益取之有度，获利方式和尺度都

要符合自己的政治身份，符合公认的礼义准则

（礼）。 如此，则天下苍生、国家民族之公利和君子

自己、子孙后代之私利，才能都最大化最久化。
曾子认为孔子之道，合而言之谓之“仁”，分而

言之谓之“忠” “恕”。 我的学习心得，孔子的“忠

道”仅仅是对夏商周六君子之道的总结，所谓“己欲

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因为尧舜之道出自

天性，也就谈不上“忠不忠”的问题；而春秋君子之

道自私愚蠢而虚伪，无“忠”可言。 “恕道”则是孔子

自己完全独立的创造，是对六君子之道的补充和发

展，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者是也。 因为尧舜

时代人人都是尧舜，没有“恕不恕”的问题；春秋君

子为了私利，反复瓜分天下、国家、他人利益，而且无

所不用其极，也不存在“恕不恕”的问题。 这就是

说，孔子虽然研究了六代所有的君子之道，但他对

“仁”的定义，他的政治理想政治哲学，并不包括尧

舜之道和春秋君子之道，只是对夏商周六君子之道

的创造性总结和必要补充。 董仲舒《春秋繁露·玉

杯篇》称“孔子立新王之道”，即孔子假借夏商周历

史和六君子治国之道，创立了一种崭新的理想的王

道。 董子此语可谓深得孔子之心。

三、春秋君子之道自私愚蠢虚伪

春秋时代的政治经济形势有三大基本特点。 一

是西周灭亡，王室东迁，天王的经济军事实力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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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都不断下降，逐步丧失华夏共主的地位，遂使华

夏无主，于是从春秋初期的郑庄公开始一直到春秋

末期的吴王夫差、越王勾践，或公开问鼎，或暗中夺

鼎，无不试图取而代之，诸侯、卿大夫、陪臣无不僭越

礼制，因此春秋时代有多如牛毛的大大小小的霸

主，远远不止历史学家所谓春秋五霸。 二是铁器

广泛使用，天下财富暴增。 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之

一是，如果治理不得法，剩余财富的增加不仅不可能

带来公平正义、人民富足、国家安宁，反而会带来深

度的私有化和极端的贫富分化，春秋战国如此，现代

世界也如此。 三是三代土地公有的井田制开始被公

开破坏，所有国家均出现了土地兼并。华夏无主而

又财富暴增，春秋君子治国之道便形成在这种情况

之下。
西周灭亡，王室东迁，天子逐步丧失了华夏共主

的地位，礼乐征伐于是逐步出自诸侯。 春秋初期，郑
庄公、齐桓公等霸主还假模假样地“奉天子以令诸

侯”；到了春秋中晚期，大约从晋国成为超级大国、
晋文公公开召见周天王开始，天子就被天下完全无

视了。 当然，诸侯也逐步被自己的公卿大夫完全无

视，所以出现了鲁国“三桓”专权、晋国“三家分晋”、
齐国“田氏代齐”等现象，至于臣弑其君、子弑其父

者，那就多到数以百计了。 子夏曾说，一部春秋史，
就是一部“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历史

（刘向《说苑》引），这毫不夸张。 这些大都是孔子亲

闻甚至亲见亲历的。
夏商周处于青铜文明时代，大约西周末期或春

秋早期，西亚的人工炼铁技术传入中国，于是中国开

始进入钢铁文明时代。 钢铁便宜而且非常锋利坚

韧，铁器得到广泛使用，不要说沃野千里的黄河中下

游冲积平原，就连楚、齐等国贫瘠、黏性、墒情又不好

的黄土地亦得到大量开垦，农业手工业都飞速发展，
社会财富高速积累，私有制观念和私有制度进一步

深入人心，贵族的生活便越来越奢靡，农业税率普

遍由十分之一增长为十分之二，山林水泽关隘市场

普遍开始征税而且税率都很高。
华夏无主加上财富暴增，于是春秋时代的贵族

们无不利令智昏，诸侯都想一口吞并天下，公卿大夫

则都想一口吞并方国，公卿大夫的家臣则都想一口

吞并卿大夫的采邑甚至整个国家，可是他们谁都做

不到，为了谋取更大的私利，只有假模假样勉勉强强

实行仁政。 所以孔子认为，春秋君子实行仁政治国，

虽然在客观上对天下国家、芸芸众生也非常有利，却
并不是出于他们聪明智慧理性的选择，其道德仁义

也毫无诚信可言。 春秋君子既不可能有尧舜那样至

大至公、毫无私心的崇高道德，又缺乏夏商周六君子

那样利人利己的聪明智慧和自觉自愿认认真真实行

仁政的诚实态度，仅仅因为“畏罪”，仅仅因为要谋

取私利，于是不情不愿勉勉强强实行仁政，根本没有

同时为天下、国家、芸芸众生谋取公利的想法。
总之孔子认为，六代君子的第三种治国之道，是

春秋时代大大小小各个层级的许多霸主的治国之

道。 在孔子看来，春秋君子之道与尧舜之道、夏商周

六君子之道相比，除了客观上都对天下苍生有利以

外，其主要特点就是极其自私、愚蠢、虚伪。 正所谓

利令智昏，春秋君子们居然都不明白一个极其浅显

的道理：在天下为家人人为己的时代，君子们想谋取

私利，本来无可厚非。 但君子们只有认认真真地实

行仁政，切切实实地造福苍生，才能最终有利于自

己；只有使国家民族苍生的利益最大化最久化，自己

的私利才能最终也随之最大化最久化。 所以君子们

实行仁政，必须非常认真，非常诚实，即所谓“忠”。
但是春秋君子普遍缺乏利人利己的聪明智慧，自然

也缺乏对国家民族芸芸众生的诚实态度，所以他们

实行的仁道只是非常自私、愚蠢、虚伪的仁道，不能

提倡。 孔子所界说的“仁”，孔子所谓的“忠恕”之

道，就完全不包含春秋君子的治国之道。

四、孔子之道补充六君子忠道

上文对夏商周六君子聪明智慧利人利己治国之

道的定义，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但并不包含 “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用曾子“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的话来说，六
君子之道只有“忠道”无“恕道”。 “忠”即诚实，“忠
道”就是君子认认真真地实行仁道，实心实意地照

顾平民百姓，在造福天下苍生的同时，自然而然也会

为君子自己及其子孙后代谋取重大、根本而长远的

利益。 从传世文献来看，三代天王均实行封建制，天
王分封同姓异姓诸侯，诸侯分封同姓异姓卿大夫，卿
大夫分封同姓异姓士，如此层层分封。 而且三代均

实行土地公有的井田制，土地名义上均归天王所有，
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实际上由中小贵族

具体控制，每户农民均有即使在灾荒年景也足以养

活自己的土地，农业税率低至十分之一至九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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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水泽关隘集市均不收税，劳役每年不超过三天，
平民百姓的日子都不错。 天下苍生的日子都很好

过，君子自己自然也会获得丰厚而且长久的回报：历
代宗子均有丰厚稳定的世禄。 孔子认为，这就是夏

商周六君子治理国家的大仁大德大道，就是六君子

的“忠道”，就是他们聪明智慧的地方。 “忠道”并非

孔子的独创，只是孔子以三代历史为基本依据，也融

入了孔子的政治理想而已；只有“恕道”才是孔子自

己的独创，才是对六君子之道的必要补充和发展。
不过，实事求是地讲，“恕道”在理论上的贡献非常

有限，其根本的意义，只是为那些无法治理国家造福

苍生实现政治理想者，提供一个心理平衡的支撑点。
夏商周六君子之道为什么只有“忠道”，没有

“恕道”，很可能与两个因素密切相关。
其一，与春秋时代相比，夏商周时代天下的政治

形势总体上比较清明，仁义道德的地位比较高，立己

立人、达己达人、利己利人的君子比较多。 孔子虽然

只列举了六位君子，但并非说三代只有六位君子，只
是以六君子为代表而已。

其二，也可能与六君子的见识受到时代的局限

有关。 夏末、商末、周末都有许多仁德君子无法立己

达己、立人达人，春秋文献均有大量记载，春秋君子

对此多有议论，但是夏商周六君子却并没有因此而

创造出“恕道”。 历史证明，即使在三代，仁德君子

施展抱负、实现理想也非易事，但三代君子却并没有

创造出“恕道”，说明他们的见识受到了时代环境和

自己理论水平的制约。 孔子曾对子贡讲，君子实行

治国平天下的“忠道”，要受到多种客观条件的限

制，未必都可以终身行之；但当君子迫于无奈，最终

放弃立己达己、立人达人的人生理想和政治理想，只
能独善其身时，要做到不强求自己和他人去立己达

己、立人达人，实行“恕道”，却操之在我，可以终身

行之。 孔子所论，就是“恕道”的本意。
孔子能够创造“恕道”，也可能主要与两个因素

相关。
其一，孔子认真总结了黄帝颛顼时代至春秋时

代末期的历史，发现即使是政治清明的夏商周三

代，也并非所有的仁德君子都可以获得施展政治抱

负的平台和机会，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政治

理想，孔子经常提到的殷末“三仁”就是典型的例

子，孔子无比感佩的周公也是例子。 孔子曾说：
　 　 仁之难成久矣，惟君子能之。 是故君子不

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所不能者愧人。

“仁之难成”即仁德君子空怀壮志而无由施展，
这种情况当从夏代就已经如此了，所以孔子说“久
矣”；“惟君子能之”，当指六君子等才有幸获得平台

和机会，得以施展安定天下造福苍生利人利己的政

治抱负，而许多君子却无此幸运。 孔子曾对颜回说：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有机会

就“行”道，没机会则只能把道“藏”起来。 认认真真

“行”道，就是“忠”；迫不得已“藏”道，就是“恕”。
自己不能“行”道，被迫“藏”道，需要“恕”自己；他
人不能“行”道，被迫“藏”道，需要“恕”他人。 后世

曾子孟子不仅深谙孔子“忠恕”之意，而且亦当经常

遇到壮志难酬的现实情况，故亦常有类似论述。
其二，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末期，包括孔子师徒

在内，仁德君子普遍被当时的诸侯卿大夫们嘲笑鄙

视，而那些无所顾忌地抢掠财富者却普遍被视作英

雄。 在这种情况下，仁德君子如果没有“恕道”自我

原谅、自我宽慰，同时原谅朋友、宽慰朋友，他们将何

以自处，何以终身？ 我终身学习春秋战国文献，窃以

为，春秋文献，其事虽大多“君不君，臣不臣，父不

父，子不子”，其义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战

国文献，觉得除了《孟子》等极少数文献以外，其事

其义均为“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孔子

生活在春秋时代末期也就是六代末期，战国时代那

种为了一己私利毫无道德底线、礼义廉耻，赤裸裸的

丛林法则此时已经呼之欲出，六代道德已经荡然无

存，甚至连巫祝上帝鬼神都成了君子们谋利的工具，
而真正谋求治国平天下的仁德君子反而成为世人嘲

笑愚弄的对象，各级贵族为了争夺利益，已经无所不

用其极。 虽然真正的仁德君子没有不想立己达己、
立人达人者，但是诸侯不用，没有平台，也只能徒唤

奈何而已。 孔子弟子除了颜回、曾参等少数人继承

了孔子的衣钵、苦苦支撑以外，大多数弟子虽然发自

内心地承认孔子倡导的六君子之道才是最好的国家

治理之道，但是最终还是被迫放弃了孔子的道德理

想，转而去做了法家、兵家、纵横家的祖师爷，这就是

对当时残酷现实的无奈回应。 仁德君子无法立己达

己、立人达人，被迫像孔子自己那样周游列国十几

年，“累累若丧家之狗”；像弟子颜回那样穷居陋

巷，独善其身；像弟子原宪那样衣不蔽体，藏身草莽，
如此则委实不必苛求自己，也不能苛求他人去立己

达己、立人达人，去治理国家、造福芸芸众生。 这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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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孔子“恕道”的来源和本意，“恕”的对象既包括仁

德君子自己，也包括其他仁德君子。 孔子去世后，曾
子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忠恕之道，孟子还把孔子忠恕

之道总结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孟子

这两句话，遂成为后世两千多年中国读书人的座右

铭，这便是孔子忠恕之道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至于

战国至今学者如何将孔子的“恕道”不断反复地抽

象化，使之具有普遍意义即哲学意味，成为哲学概

念、哲学术语，那主要是后世学者之意，已经不完全

是孔子的本意了。

五、初步的结论

孔子研究六代君子治国之道的根本目的，当然

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要提倡自己以夏商周

三代历史为基本依据，又经过自己发展、改造的夏商

周六君子利人利己、治国安民之道，从而为华夏民族

的子孙万代创造一个卓有成效的国家治理之道，让
芸芸众生福祉满满、生活安宁，让华夏民族生生不

息、永续发展。
孔子告诉弟子，尧舜之道即使再美好、公平、正

义、伟大，也只适合“天下为公”的原始时代，不适合

经济快速发展、剩余财富大增、“天下为家”的新时

代，人类绝不可能仅仅为了公平正义，就倒退到远古

洪荒时代去。 孔子明白，人类不可改变的私心，苍生

对美好生活的无尽追求，才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

不竭驱动力。 人性不可改变，生产力水平只能提高，
经济只能发展，社会只能进步，剩余财富只能增多，
人民的生活只能越过越好，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发

展规律。 因此天下君子都应该琢磨，既然“天下为

公”的原始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天下为家”的历

史规律不可逆转，人类自私自利的天性无法改变，我
们应该怎样治理国家，怎样为芸芸众生谋福祉，为国

家民族谋安宁，为子孙后代谋未来，同时也让国家治

理者适当获利———除了经济利益，还包括崇高的历

史地位、子孙后代的感激和怀念、国家民族给予的充

分肯定？ 君子只有把为芸芸众生、国家民族谋公利，
与为自己谋私利完美地统一起来，把芸芸众生、国家

民族、子孙后代的根本利益，当作自己的根本利益和

长远利益，国家才能真正治理好，天下才能长治久

安，芸芸众生才可能得到福祉，君子自己才能得到合

乎公认礼义准则的私利。 春秋君子完全不懂这些基

本道理，他们只是迫不得已勉勉强强实行仁政，其治

国之道自私虚伪而愚蠢，当然不应该提倡。
孔子对夏商周六君子利人利己治国之道的高度

总结和伟大创造，既有一定的三代历史事实做依据，
更包含着孔子自己为当时君子和后世子孙所做的国

家治理理想方案的伟大设计，即董仲舒所谓“孔子

立新王之道”。 他采取“三代历史依据＋历史发展规

律＋理想模式设计”的方式，创造的这个六君子之

道，对战国至今中国的思想理论、历史文化和国家治

理实践，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战国至今，孔子的伟大政治理想一直后继有人。 孔

子死后，子夏传经，曾子、子思、陈良、孟子传仁政，及
至汉唐宋明，后人更是丰富光大了孔子的治国理论。
中华民族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都

是世界顶级强国，原因固然复杂，孔子倡导的国家治

理思想在大部分时代都基本得到实现，国家治理比

较公道，社会财富分配比较公正，无疑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原因。 汉代至今中国历朝历代的国家治理者，
凡是聪明智慧、真诚效法孔子所创造推崇的夏商周

六君子之道，认真为苍生谋福祉、为国家民族谋发展

的，芸芸众生、国家民族和君子自己的利益就有切实

保障，国家就安宁祥和，社会就稳定文明，经济就快

速发展，君子的历史地位就很高。 即使那些为天下

苍生奋斗终生最终却几乎一事无成的君子，后世子

孙亦无比感佩，无限怀念，君子也具有崇高的历史地

位。 凡是像春秋君子那样自私愚蠢而虚伪，不真诚

为天下苍生、国家民族谋利的，王朝就无不短命，百
姓就无不遭殃，君子自己的下场亦无不悲惨。 《大
戴礼记·武王践阼第五十九》总结这一历史规律

道：“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
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

其世。”即使现在看来，这个总结也是非常科学的。
孔子在世时，正是诸侯公卿陪臣们疯狂抢掠、反

复瓜分天下的时候，除了无权无势甚至连性命都无

法自保的鲁哀公，除了颜回、曾子、子贡等少数入室

弟子，当时没有谁真正在意这位伟大的仁者和智者

创造的国家治理理论，因此孔子十分孤独寂寞。 但

他所总结、创造、提倡的六君子治国之道，即国家治

理的“新王之道”，却在大汉以后两千多年的绝大部

分时间里大放异彩，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做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
孔子总结、创造、提倡的夏商周六君子公道治理

（仁）、公正分配（礼）的国家治理思想，是对中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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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世界最有启示意义的国家治理理论。

注释

①梁启超先生所谓“公德”“私德”，当下社会所谓“道德”，都只是普

通公民的行为规范而已，虽然也有意义，但与君子治国之道不可相提

并论。 ②中国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历史学上的黄帝颛

顼高辛尧舜五帝时代，考古学上的仰韶文明、黄帝古城文明、红山文

明、二里头文明、屈家岭文明、河姆渡文明时代，均为“古国”时代，大
禹至今则为国家文明时代。 可从。 故尧舜至今，本文均称国家。 古

代“天下、国、家”概念不同，为了语言简洁，行文方便，符合今人语言

习惯，本文笼统称之为国家，其社会治理均笼统称国家治理。 ③《论
语·颜渊篇》１２·１９。 《尚书·君陈篇》：“尔惟风，下民惟草。”可见

孔子此说亦渊源有自。 ④周：春秋战国以西周为周，汉代至今以西周

春秋战国为周，本文用春秋战国古意。 ⑤有学者怀疑《礼运篇》为秦

汉之际无名氏所作。 将该篇与《论语》 《左传》 《孟子》 《礼记》 《大戴

礼记》残卷所引孔子语录仔细对读，从思想理论和语言文字两个方

面来看，该篇应为孔子所言，弟子所记。 ⑥《礼记·礼运篇第九》。
⑦《论语·泰伯篇》８·１９。 尧：本章两个“尧”字均借代尧舜。 假借

“尧”或“舜”指代“尧舜”，假借“文武”指代尧舜禹汤文武成王周公，
这是春秋君子的语言习惯，文献案例甚多。 民无能名：春秋时代至清

末民初礼制，君子出生命名，成年命字，去世命谥，古代均称“名”。
命谥礼俗，官方高层乃至平民百姓至今犹存，只是谥号不同而已，今
人习焉不察，俗称“盖棺定论”。 尧舜治国之道无比崇高伟大，子孙

不知用何美谥方可概括尧舜之美德。 尧舜时代并无命谥之礼，后世

君子叙说远古历史，经常会在无意之中窜入后世礼制。 文章：典章制

度，成文史。 核心内容是政治制度、宗教制度，叙说方式是历史。 尧

舜时代的典章制度经过代代口耳相传，至西周末期春秋早期即有钢

铁有“方策”的时代，记录为《尧典》 《舜典》等。 ⑧《论语·泰伯篇》
８·１８。 舜禹：同时使用了“借代”“连言”两种修辞方法，也是周人的

语言习惯。 “舜”借代尧舜，犹上章假借“尧”指代尧舜。 尧舜传贤不

传子，才是“有天下而不与”，而大禹传子，“天下为家”，并非至公。
孔子赞美尧舜“有天下而不与”而言及大禹者，“连言”之也，犹孟子

称赞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而“连言”后稷，而后稷并无“三过

家门而不入”故事。 详见《孟子·离娄下》８·２９。 有天下而不与：拥
有天下而毫不染指。 “有天下”，这是大禹之后私有制时代的观念，
尧舜时代尚无此类观念。 春秋时代私有制深度发展，孔子受此影响，
用春秋时代观念解说尧舜时代故事。 ⑨春秋文献“人”多指贵族，
“民”多指平民，“人”“仁”二字经常互通。 尧舜仁道乃全民之道，夏
商周春秋仁道重点在“立人安人”，如此则“民道”问题自然解决。 战

国墨子主张“兼爱”，孟子主张“民本”，其仁道遂“人道” “民道”并

重，与尧舜之道相通，但起因和结果均大为不同。 ⑩《论语·雍也

篇》６·３０。 “博施于民”与“济众”：前者指帮助贵族，后者指帮助平

民。 周代文献中“人”一般指贵族，“民”一般指平民。 但“民”字有

时指贵族，周代文献有此特殊用法，《论语》就有四个案例，“举逸民”
即是，故“博施于民”类似孔子所谓帮助贵族的“立人达人”，“济众”
则指帮助平民百姓。 仁、圣：均就君子治国之道而论，有时含义相同，
如孔子常将六代君子治国之道笼统称之为“仁道”；有时“圣”高于

“仁”，例如本章，以及《论语·述而篇》 ７·３４。 《论语·宪问篇》
１４·４２。 《论语·颜渊篇》１２·１１。 《论语·里仁篇》４·２；《礼

记·表记篇第三十三》。 《论语·泰伯篇》８·１９。 《论语·季氏

篇》１６·９。 《礼记·中庸篇第三十二》。 《礼记·表记篇第三十

三》。 《孟子·尽心篇下》 １４·６。 《孟子·尽心篇上》 １３·１６。
《礼记·礼运篇第九》。 西周末期春秋初期，西亚人工炼铁技术

传入，中国开始进入钢铁文明时代，故春秋贵族基本不再铸造青铜

器，战国时代青铜开始做钱币使用。 《孟子》有“兼金”之说，汉代以

来赵岐等学者多有猜测，窃以为就是黄铜与锡的合金，指青铜，不是

黄金。 战国诸侯公卿动辄赠送孟子几十甚至几百斤“兼金”，帮他养

弟子，故孟子在齐宣王朝做客卿时，拒绝齐王的俸禄。 国家用“兼
金”制造货币，一直实行到清末。 如今中国农村还保存了“明钱”的
说法，“明钱”即明朝政府铸造的铜钱，以铜锡合金铸造，这就是“兼
金”。 《孟子·尽心篇下》１４·２２。 高子：孟子设帐弟子，名与表字

均失传。 孟子弟子可考者十八人，名与表字大多失传。 追蠡：追，音
堆，赵岐注：“钟纽也。”蠡：赵岐注：“欲绝之貌也。”可从。 据《左
传·隐公元年》《隐公五年》，士在春秋初期尚为贵族武士。 春秋晚

期大贵族不断兼并小贵族土地，士遂文士化、平民化，孟子称“士庶

人”，汉唐称“寒士”，元朝称“九儒十丐”。 古人对“王”字有许多

解释，多有附会。 窃以为，只有“一土为王”才是唯一正确的解释。
详见《孟子·滕文公上》５·４；《滕文公下》６·２。 一井田平均分

为九块，中间一块是“公田”，其余八块是“私田”，八户农民一家一块

“私田”。 “公田”由农民义务耕种，所得归贵族；“私田”所得归农

民，但要交税十分之一。 古人的公私观念即由此而来。 宗子是贵

族的法定储君，与余子（余夫）相对而言。 这一制度形成于商代晚

期，周初确认，直到清末。 黄河中下游本有两大支流，一条在山东

入海，一条在河南北拐，经内蒙古赤峰至秦皇岛入海。 汉武帝时代黄

河北方支流因洪灾淤塞为“无定河”，宋改名为“永定河”。 近代史家

谈及黄河冲积平原，大多仅指河南大平原，本文则兼指黄河在河南、
华北、山东的所有冲积平原。 春秋以前几大平原气候温暖湿润，多有

热带、亚热带动植物，非常有利于农业。 西周末期华北突然变冷，但
河南大平原气候变化不大。 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

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 徐旭生先生认为，华夏民族主

要由西北羌戎、东夷、南蛮三大族系融合而成。 各族先人先后均往黄

河冲积平原及其周边地带发展。 从仰韶彩陶、黄帝古城和《尚书》记
载来看，炎黄等西北羌戎大约七千年前就已发展到了黄河冲积平原

地带，并制造了仰韶彩陶，五千多年前就建造了黄帝古城。 尧舜夏商

周五代先人后来也从四面八方发展到这里。 据《礼记·明堂位第十

四》记载，周初华夏民族在政治军事经济礼俗文化上已经形成。 只

因西周灭亡，王室衰弱，华夏无主，蛮夷戎狄遂自外于华夏，恢复丛林

本色，又经春秋战国五百年，将其大部重新融入华夏而已。 殷武丁

时代即遭雅利安人入侵。 商汤伐夏桀，周武伐商纣，均用车兵，《尚
书》均有记载。 联盟讨伐野蛮人，想必也用车兵。 井田的宽阔笔直

的田埂就是大马路。 战国时代井田制被破坏，华夏诸侯无法使用车

兵，赵武灵王等不得已而舍弃车兵，改用骑兵，男性贵族被迫放弃裙

子，改穿裤子，即所谓“胡服”。 成文史何时出现，除了文字制约因

素以外，书写材料也是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甲骨易得但连缀、传播均

极为不便，青铜极其昂贵而且传播亦不方便，故三代成文史很少。 只

有进入西周末期春秋初期的钢铁文明时代，先人才可以预先大量制

作“方策”（发布政府文告的木板和记录文献的简牍），文献这才多了

起来。 此篇应成篇于秦汉之际，可视作秦汉儒者对夏商周君子之

道的理论总结。 《礼记·礼运篇第九》，子曰：“夫礼之初，始诸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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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古人祭祀，请鬼神祖先饮食，然后子孙饮食。 夏商周是否为

奴隶制，另当别论。 上文已论证，三代实行井田制，耕者有其田，这不

可能是奴隶制。 《论语·述而篇》 ７·２０。 《论语·雍也篇》
６·２２。 西周灭亡原因，古代史家大多关注周幽王沉溺女色烽火戏

诸侯，其实长江黄河上游大地震形成堰塞湖，然后冲击西北广大地

区，北方又突然变冷，冰雪线南移至黄河，迫使游牧民族南下抢掠，才
是主要原因。 陪臣：臣之臣。 因为春秋中晚期天王已经形同虚设，
故晚周文献所称之陪臣往往特指卿大夫的家臣，如《论语》记载的鲁

国的阳货、公山弗扰，晋国的佛肸，《左传》记载更多。 五霸说始于

《孟子·尽心篇上》１３·３０，后代史家为究竟是哪五霸，遂争论不休，
其实大可不必。 孔子在世时，只是反对弟子有若帮助季氏增加税

收。 战国时代孟子则反复说，天下经常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因此终身

呼吁恢复三代井田制，说明那时井田制已经被破坏得十分严重，土地

已经几乎完全私有化。 《礼记》收有人类历史上最早也最复杂、最
奢侈的菜谱，远比几千年之后《红楼梦》中荣国府、宁国府的菜谱复

杂。 不管这一菜谱成篇于战国还是秦汉之际，都与春秋君子的奢靡

生活密切相关。 至于春秋君子车马服饰之类的奢靡，古今学者的讨

论就太多了。 《论语·卫灵公篇》１５·２４。 详见《大戴礼记·五

帝德篇第六十二》。 太史公写作《五帝本纪》，即主要采用孔子此篇。
《礼记·表记篇第三十三》。 《论语·述而篇》 ７·１１。 《史
记·孔子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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